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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一

《人物志》的作者刘邵，字孔才，广平邯郸（今河北邯郸）人。

约生于汉灵帝光和年间（公元１８０年左右），卒于魏齐王曹芳正始

年间（公元２４５年左右）。据《三国志》本传，刘邵在建安年间做了

计吏，具体时间不可考，大约在建安十五年（２１０），邵年约三十岁

左右。他当时随同广平州的州牧到首都许昌，正值元旦大朝会，

太史上书说：“正旦当日蚀。”人们认为，发生日蚀，是上天向人君

昭示他的罪过，所以天子要静躬殿堂，不听政事，面带惧容，接受

上天的惩处。因此，元旦大朝会遇到日蚀，大臣们的意见很不统

一，有的说应当废朝，有的说应当改期。当时正在尚书令荀彧府

中的刘邵慷慨陈辞，认为不当废朝。荀彧认为刘邵讲得有道理，

就让朝会正常进行，结果日蚀也没有发生。

刘邵因此有了名声，御史大夫郗虑随即征召刘邵，因郗虑免

职而未能成功。不久又被任命为太子舍人，之后又迁秘书郎。其

时当在建安二十年（２１５）左右。魏文帝黄初年间（２２０—２２６），刘

邵先后任尚书郎、散骑侍郎。这个时期，曾受诏集五经群书，以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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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从，凡千余篇，名曰《皇览》。魏明帝即位（２２７），出任陈留太守。

他敦崇教化，很受百姓称赞。大约在明帝太和四年（２３０），回到朝

廷担任骑都尉。期间由他牵头删约旧科，傍采汉律，制定了魏法

《新律》十八篇，并著《律略论》五卷。景初元年（２３７），刘邵曾受诏

作《都官考课》七十二条，为朝廷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官吏的条款，

但当时反对的人不少，再加上不久明帝驾崩，国家多事，考课最终

没有付诸实行。这个时期，刘邵写了《乐论》十四篇。齐王曹芳正

始年间（２４０—２４５），他基本上退居二线，以执经讲学为主，被赐为

关内侯爵。这期间，他根据自己多年来执法从政的经验，撰写了

《法论》十卷、《孝经注》一卷、《人物志》三卷。

刘邵是一个很成熟的政治家。他历仕汉魏四个皇帝，始终保

持着政治上的平稳，最后得以享其天年，赐爵封侯。这似乎应当

归功于他的善于识人、知人。他对历代的法律制度、人才管理制

度，以及法律思想和人才理论做过深入的研究，并结合丰富的实

践认真地加以探讨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吏制管理思想和人才学

思想，这是值得一提的。我国古代这一部空前绝后的系统的人才

学著作《人物志》撰成于他的笔下，不是偶然的。章太炎先生说：

“后汉子书朋兴，讫魏初几百种。然其深达事理者，辨事不过《论

衡》，议政不过《昌言》，方人不过《人物志》。此三体差可以攀晚

周，其余虽娴雅，悉腐谈也。”（《国故论衡·论式篇》）这是公允之

论。清人臧玉林尝以《人物志》与《文心雕龙》、《史通》并称，谓之

“三刘之书”（《越缦堂读书记》引），最堪玩味。

刘邵的著述，可考者主要有：

１．《魏国爵制》，此书已佚。司马彪《续汉书·百官志》梁刘

昭注有引文七百余字。

２．《皇览》，此书为我国最早的类书，刘邵参加了编撰工作。

此书已佚，清人辑本有：一、嘉庆时奉天孙冯翼辑本一卷，有《问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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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丛书》本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二、道光年间甘泉黄奭辑《魏皇

览》一卷，有《汉学丛书》本及后来的《黄氏逸书考》本。三、王谟辑

《皇览逸礼》一卷，有《汉魏遗书钞》本。

３．《新律》十八篇，刘邵为作者之一。清严可均《全三国文》

辑录有《新律序略》共１００３字。据史籍，《新律》十八篇为诸儒所

作，而其序则似为刘邵一人所作。

４．《律略论》，已亡。

５．《都官考课》、《说略》。《都官考课》是刘邵在景初元年

（２３７）奉诏所作的考核百官的国家法规，《说略》当是讲说《考课》

的大略。皆散佚。

６．《乐论》，亡佚。

７．《祀六宗议》，《晋书》卷十九《礼志上》有引文４０字，馀皆

亡佚。

８．《孝经注》，已佚。

９．《尔雅注》，《初学记·岁时部》引有４字。

１０．《法论》十卷，已佚。

１１．《光禄勋刘邵集》二卷、录一卷。是集大约编于南朝梁之

前。早已散佚，其单篇文有残存者（也许有的文章不属于此集）：

《赵都赋》，严可均《全三国文》辑得５００余字，程章灿《先唐赋辑

补》又补辑得９９字。按《文心雕龙·事类》云：“刘邵《赵都赋》云：

公子之客，叱劲楚令歃盟；管库隶臣，呵强秦使击缶。用事如此，

可称理得而义要矣。”这２０字，亦为严氏、程氏所漏。《龙瑞赋》，

《艺文类聚》卷九十八、《初学记》卷三十有引文，存２５７字。《嘉瑞

赋》，节文见《艺文类聚》卷九十八，存１５４字。《七华》，严可均《全

三国文》辑得３７２字，程章灿《先唐赋辑补》辑得４０字。《文帝

诔》，《全三国文》辑得“凤皇立翥”４字。《明帝诔》，《全三国文》辑

得“先皇嘉其诞受洪允”８字。《许都赋》《洛都赋》，二赋之名见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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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国志》本传，文不传。

《三国志·刘邵传》还录有刘邵《元会日蚀议》、《上都官考课

书》两篇。《通典》卷八十四存有刘邵《皇后铭旌议》一段。

严可均《全三国文》刘邵名下的《飞白书势》，是误录的晋刘邵

之文。

《人物志》是刘邵的著作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部，它所以

能保存到现在，同刘昞给它作注是分不开的。刘昞也是一个著作

很多的人，但也只有这一部《人物志注》流传至今。邵，美也；昞，

明也。刘邵的美才，只有赖刘昞才得以显明后世，这是很值得回

味的。

刘昞（３６５？—４４０），字延明，五凉时期敦煌人，出身于儒学世

家。北凉时期，刘昞被征为儒林祭酒、从事中郎，同北凉公李暠一

起研讨经史，评论古今。西凉时期，沮渠蒙逊对刘昞更是异常推

重，拜秘书郎，专管书记。沮渠牧犍即位后，又尊刘昞为国师。北

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凉州（４３９），拜刘昞为“乐平王从事中郎”。这

时的刘昞已年过七十，疾病缠身，思乡心切，第二年（４４０），在返乡

的路上去世。

《魏书》本传说：“昞以三史文繁，著《略记》百三十篇，八十四

卷，《凉书》十卷，《敦煌实录》二十卷，《方言》三卷，《靖恭堂铭》一

卷，注《周易》、《韩子》、《人物志》、《黄石公三略》，并行于世。”其中

《略记》、《凉书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靖恭堂铭》早已散佚。诸书注除《人物

志注》完整保留下来、《周易注》在《经典释文》中保存了一条外，其

余均不存。《敦煌实录》也散佚，清人章宗源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辑

得１４条，张澍《续敦煌实录》辑得１７条（其中３条章本未辑，章本

中３条亦为张本所未辑）。陈寅恪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说：“刘

昞之注《人物志》，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，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

也。若非河西保存其说，则今日亦难以窥见其一斑矣。”可谓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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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。

二

《人物志》是我国最早系统地研究人的才能和个性及政治作

为的著作。它的出现，有其历史渊源、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。

我国早期文明的唐尧虞舜时代，就有了“知人难”、“智莫难于

知人”的认识。《尚书·皋陶谟》记载皋陶说，重要的是“知人”和

“安民”。大禹认为，完全做到知人安民，连帝尧这样的圣人都感

到困难！知人善任，那才是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才能用人得当。

《皋陶谟》还提出了“九德”之说：“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

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。”“宽而栗”之宽指宽

宏大量，大凡这样的人遇事常犯不在乎的毛病，因而须补之以

“栗”，栗是严肃庄矜之意。“柔而立”，大凡和柔之人不敢坚持意

见，因而须补之以“立”，立指敢于坚持自己的主见。“愿而恭”，愿

是诚实谨慎的意思，诚实谨慎的人显得迟钝，貌或不恭，所以愿而

能恭乃为德。“乱而敬”，乱是治的意思，指具有排乱解纷、治理国

家的才干。才高的人往往负才轻物，所以才高而能谨敬乃为德。

“扰而毅”，扰是柔顺的意思，柔顺之人常常失之于优柔寡断，因此

须补之以坚毅。“直而温”，正直失于太严，故要求正直而温和。

“简而廉”，简是大的意思，廉是约束。简大疏放的人需要约束。

“刚而塞”，刚而能断，失于空疏；一定要性刚正而内充实，才不失

为美德。“强而义”，强直自立，无所屈挠，但有时却任情违理，所

以要动合道义，才成为美德。“九德”之说辩证地论析人之德性中

相对而相承的九对范畴，确实很深刻。《人物志》之“五德”说，正

承此而来。

《皋陶谟》接着指出：具备“九德”中的“三德”者，可以为卿大

夫；具备其中的“六德”者，可以为诸侯；天子则合“三德”、“六德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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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并用之，并给予依据九德行事的人以合适的职务，量能授官，各

司其职。《人物志》中的全才、兼才、偏才之说，也承此而来。

孔子的人才思想对《人物志》的影响，刘邵《自序》中有具体表

述，此不重复。

《人物志》人才理论的直接源头应当是《文王官人》，过去人们

对此注意不够，有必要作些论述。《文王官人》一文见于《大戴礼

记》。《大戴礼记》的编者戴德，是西汉宣帝时期的人，但这部书所

辑录的文献却大多是先秦时期的。《文王官人》一文记周文王用

人的方法。《逸周书》中有《官人解》一篇，与该篇大同小异，只是

《周书》说是周公向成王陈说，《大戴礼记》说是文王向吕尚陈说，

这自然是传闻异词。本篇的产生时代，当在西周早期；其写定，可

能已是春秋时期了。这篇著作的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套较系统、

完整的心理分析、鉴别的模式和方法。具体说，对于七类适宜担

任不同官吏的人进行了分类，即所谓“七属”；提出了使用人才的

九个标准，即“九用”；提出了鉴识人才的六种方法，即“六征”。从

全文看来，不论人的类型划分，因才量用的实际标准，还是分析鉴

别的模式，都着重人的心理，实际上是人格类型的划分和心理分

析的模式。

文中提出的“七属”是：诸侯国要任用地位高的人，乡邑要任

用能干事的人，官府就任用领导的长官，大学就任用师儒，家族任

用宗亲，家庭任用家主，老师就任用贤德。这种分类在我们看来

有很大的不合理性，但的确反映了周初诸侯国的地位、宗法家族

地位的重要。

“九用”是把人划分为九种类型：“一曰取平仁而有虑者，二曰

取慈惠而有理者，三曰取直愍而忠正者，四曰取顺直而察听者，五

曰取临事而洁正者，六曰取慎察而洁廉者，七曰取好谋而知务者，

八曰取接给而广中者，九曰取猛毅而独断者。”其中有理智型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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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惠型的、勤勉型的、直觉型的、正直型的、廉洁型的、谋略型的、

广交型的、勇猛果断型的等多种多样，概括了知、情、意各方面的

基本特点和言行举止、待人接物的基本品质，并根据各种类型人

物的特点，量能授官，合理使用：

　　平仁而有虑者，使是治国家而长百姓；慈惠而有理者，使

是长乡邑而治父子；直愍而忠正者，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；慎

直而察听者，使是长民之狱讼，出纳辞令；临事而洁正者，使

是守内藏而治出入；慎察而洁廉者，使是分财临货主赏赐；好

谋而知务者，使是治壤地而长百工；接给而广中者，使是治诸

侯而待宾客；猛毅而独断者，使是治军事为边境。

可见，人格类型的划分不是抽象的理论探讨，而是为了人事安排

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的。刘邵《人物志》中把人的性情分为十二类，

才能分为十二类，并且指明每一类适合担任的官职，显然是从《文

王官人》来的。

性格类型的划分是以对人的心理分析和鉴别为前提的，其基

础是“六征”，因而《文王官人》对“六征”作了详细的论述。“六征”

提出了心理分析的六个方面，即“观诚”、“考志”、“视中”、“观色”、

“观隐”、“揆德”。

“诚”是分析人的行为的真实性。在“观诚”中，提出了多种

形式的观察方法。首先是“因人而异观察法”：对“富贵者”要观

察他们是否能以礼待人，对“贫穷者”要观察他们是否有德行和

操守，对“嬖宠者”要观察他们是否能不骄傲浮夸，对“隐约者”

（不得志者）要观察他们是否能不馁、不丧志。抓住不同地位，

不同心态的人容易发生的过失进行观察分析，以便深刻地认识

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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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提出了“分时段观察法”：年少时要观察他是否恭敬长

上，好学敏求而能友爱兄弟。壮年时要观察他是否不贪赃枉法，

努力工作而能克制私欲。年老时要观察他是否思虑慎密，行礼时

惟恐不周全，但能勉强去行，不逾越规矩。通过对少年、壮年、老

年各个阶段的主要任务的观察以判断其人的发展是否顺利健康，

以掌握人格发展的特点和趋势。

第三，提出了“人际关系观察法”：父子之间要观察他是否能

孝顺亲长、慈爱子女，兄弟之间要观察他是否能和乐友爱，君臣之

间要观察他是否仁惠和忠诚，亲戚朋友之间要观察他是否能诚

实。突出了人际关系状况在性格、能力、心理发展中的作用。

第四，提出了“情境观察法”：观察个人平时居家的生活，看他

待人处事的态度；观察个人居丧祭吊的情况，看他是否贞正诚信；

观察个人在社会中的交际，看他交结的朋友如何；观察个人结交

的朋友，看他是否以信实和廉洁待人。

最后，还提出了一种“实验性观察法”，即有意识地改变个人

活动的条件环境以观察他的表现。如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考验他

的信用，测度他的智慧。用困难来考验他的勇气，用烦杂的工作

来观察他处理事务的能力。让他和钱财打交道，看他是否贪婪；

用淫靡的音乐使他陶醉，看他是否心猿意马。让他高兴，看他是

否轻佻；令他激怒，看他是否能持重。喝醉酒，看他是否不失态。

疏远他，看他是否忠贞不二；亲近他，看他是否不狎昵放肆。这种

方法不是一般的观察方法，而是在动态中对对象主动积极的观

察，具有实验性质。这种方法的运用，摆脱了纯思辨的性质，能深

化对人心理的分析。

在“考志”中提出的具体模式是“类型对比分析法”，文中根据

志向有无、大小、优劣和行为倾向，将人分为一一相对的七种类

型，描述了每种类型的基本特征，然后将人的言行与类型进行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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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以分析人的心理。

第一种对比类型是“益者”和“损者”，这是和对方谈话时观察

的方法。天天进步的人（益者）是心志壮盛而深邃，他的语气舒缓

而柔和，容色谦虚而不谄媚，行礼在前，言语在后，而且不掩饰自

己的过错。天天退步的人（损者）恰恰相反，好用骄色对待人，用

傲气来欺凌人，用言词来压倒人，掩饰自己的过错，夸大自己的能

力。

第二种比较类型是“有质者”和“无质者”。容貌刚直而不倨

傲，言语公正而不偏私，不增饰自己的好处，不隐瞒自己的坏处，

不掩饰自己的过错，这样的人就是“有质者”。否则，外表装作逢

人就讨好的样子，花言巧语，掩饰自己的浮浅，专门讲究一些小的

信用，总是为自己找借口，这就成为心地空虚的“无质者”。

第三种比较类型是“平心而固守者”和“鄙心而假气者”。用

外物来使他欢喜、使他恼怒，而他的容色毫不改变；用琐屑的事情

来烦乱他，他的意志不为之迷惑；用财利来引诱他，他的心志不动

摇；用威势来恐吓他，他的神气不屈服。这就叫平心静气而笃守

有为的人。反之，喜怒以物而变易，烦乱之而意志不安定，示之以

财利而心志容易改变，以威势恐吓而容易屈服，这就叫胸怀鄙陋

而没有真性情的人。

第四种比较类型是“有虑者”与“愚赣者”。所谓“有虑者”，就

是以外界的事物恐吓他，他能很快地下决断；以仓卒的事变震惊

他，他能够应对有策；不必事事去学习，就能分辨出是非好坏。而

所谓“愚赣者”，就是叫他做事很难，和他说话很难，只会固执一种

看法而不知道变通，遇到困难还一味蛮干，不能分辨事物的利害

得失，而只知杞人忧天。

第五种比较类型是“洁廉而果敢者”与“弱者”。用事情去困

扰他而不忧虑，仓卒中侵犯他而不恐惧，站在正义立场上而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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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变，用钱财美色来引诱他而不为迷惑，这就是“洁廉而果敢者”。

容易因别人的话改变自己，不能固守自己的意志，自己想答应而

无法决定，这就是“弱者”。

第六种比较类型是“质静者”与“妒诬者”。顺利的给予他并

不高兴，无理的抢夺他也不生气，沈静寡言，考虑很多而容貌谦

卑，这是“质静”即个性内向的人。相反，说得头头是道而不坚决

去做，国家政治清明而自己却还穷困，自以为是而不谦让，结党营

私而又逞强，这是嫉妒诬妄的人。

最后一种比较类型是“治志者”与“以无为有者”。对于微妙

而不易见的道理能够发掘，对于事情的忖度审察能够彻底，这是

沉着心细的人。浮夸而诬妄，花言巧语，逢人装着亲善有脸色，对

人过分地恭敬以讨人喜欢，这是无中生有的人。

应当说明，作者所说的七种比较类型的分类并不十分严密，

有相互交错、相互抵牾之处。

“六征”中提出的心理分析的第三个方面是“视中”。“视中”

提出的方法可称为“推测分析法”。推测分析法所以必要和可

能，是因为人的心理处于内，但表现于外，所以可以从明显处测

度隐晦处，从小的地方测度出大的所在，尤其是可以从声音上

判断“气”。声音是外在的，我们可以听得见，而“气”则是隐含

的东西。那么，“气”到底是什么呢？“气”本指天地之气，人禀

赋了天地之气，这样就可以用“气”来说明人的疾病和精神活

动、思想情感。

既然声音的刚柔、浊清、好恶，都是由气产生的，那么“心气”

（思想感情）浮夸诞妄的人，他的声音就显得流离散漫；心气谨密

信实的人，他的声音就显得和顺有节奏；心气卑鄙乖戾的人，他的

声音就显得沙哑难听；心气舒润柔和的人，他的声音显得温柔美

好。信实的声气中正平易，正义的声气随时舒纵，智慧的声气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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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无缺，勇猛的声气雄壮刚直。这样，心理分析就可以由声音入

手，听其声，度其气，考其所为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由前占后，由

见占隐，由小占大，达到了解人的真实内心世界的目的。

“观色”这一节中，提出了“神色分析法”，比较全面地对人的

神情脸色作了分析。喜、怒、欲、惧、忧五性以五气的形式隐藏在

内心，但一定会表现在神情容色上，这是不可隐瞒的。其表现于

外的方式是：喜色是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的；怒色表现出来是声色

俱厉，好像要伤害人的样子；欲色是苟且讨好的样子；惧色似乎是

被逼迫的低声下气；忧悲之色好像很疲惫地不想讲话。所以，文

中进一步分析五性和五色的关系：

真正的智慧，一定有着难于测度的神色；真正的仁爱，一定有

使人景仰的神色；真正的勇敢，一定有难于屈服的神色；真正的忠

诚，一定有可以亲近的神色；真正的廉洁，一定有难于污染的神

色；真正的宁静，一定有令人信赖的神色。

“观隐”一节，实际上提出了“揭示伪装法”，对人的六种心理

伪饰现象作了较为详细的揭露。一是故作质朴，伪装成一片爱心

的人；二是以知识学理伪装门面的人；三是夸夸其谈，用言辞掩饰

不足的人；四是以“廉勇”来隐藏自己真相的人；五是以“忠孝”来

隐藏自己的人；六是以“交友”来隐藏自己的人。

“六征”中的最后一种心理分析法是“揆德法”，即“品德综合

分析法”。这种方法将人分为积极类型和消极类型两大类。前者

是有仁心者、广知者、慎谦良者、顺信者、有德者、有守者、有经正

者、沉静者、忠孝者、至友者等十种。后者是有位志者、贪鄙者、伪

诈者、无诚志者、华诞者、窃名者、非诚质者七种。在论述中，就人

格中的言行是否一致，外表和内在是否相符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的

态度，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意识程度等诸多方面，结合起来进

行分析，以获取对人的整体面貌和人格特征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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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以上介绍，可以看出《文王官人》提出的心理分析方法比

较全面系统和完整。由于它是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不断增补形

成的，所以存在着分类不纯、前后抵牾、互相交叉等问题。由于这

些理论和观点不是纯思辨的理性的产物，而是实际中应用经验的

概括，所以陈义不高，理论性不强。更由于《大戴礼记》一书在一

千多年间得不到学者的重视，所以语句错简，文字讹误的情况比

较严重，对我们的理解造成了较多的障碍。

刘邵《人物志》人才鉴识的方法也以心理分析为主，其内容在

各篇中均有涉及，其中《接识》和《八观》两篇比较集中，其对《文王

官人》的借鉴是明显的。

三

《人物志》的出现，不仅有其学术渊源，而且同汉末“清议”与

魏晋时期的人才评品、三国统治者知人用人的实践和理论等有密

切关系。

汉代取士主要采用“察举”和“征辟”的方法。前者是根据朝

廷对人才的要求，由地方通过对人物的考察评议，自下而上地推

荐人才。后者则是由朝廷或各级官府自上而下地发现和委任人

才。两者的做法虽然有所不同，但人才的任用都要以对人物的德

行才能的考察为依据，由此形成了由乡党到朝廷官吏品评人物的

风气。

汉末“清议”的大兴，更使品评人物之风勃然兴盛。东汉桓

帝、灵帝时，朝廷由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。外戚豪横，阉宦跋扈，

政治极端黑暗。于是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慷慨激昂，批评朝

政，形成了所谓“清议”。罗宗强先生说：“名士和阉宦的斗争中伴

随着士人的怨愤与抗争，和点缀于这怨愤与抗争中的潇洒与凄凉

血泪。集中体现这个过程的便是党禁之祸与人物品评。”（《魏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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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北朝文学思想史》）

这样一来，使得人物品藻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巨大的政治

意义。士人的升迁经常取决于某些有影响的名士的评论评题。

在从乡党到名士的人物评论的压力下，政府对官吏的任用常常要

征询名士的意见，听取他们的评论。

当时，围绕着人材鉴识和评品，产生了两个方面的讨论：一是

才性的关系，二是才性的分类。

才性的关系，是一个从孔子时期就提出并作了很好回答的老

问题。汉魏时期讨论这个问题，自然是当时政治文化的需要。曹

操曾公开提出重才轻德的用人观。当然曹操的“唯才是举”的主

张，是有“天下未定”这个前提的。当天下已定，四海皆宗曹氏之

时，曹魏统治者也就随之要提倡性行第一了。这时，“性行”的核

心就是对曹魏统治集团的忠心。

曹魏中后期，才性问题的讨论在这种若即若离之中逐渐深

入，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钟会的“四本论”：四本，就是才性同，才

性异 ，才性合，才性离。仁孝道德所谓性，治国用兵之术所谓才。

“才性同”，大概认为才与性是一回事。“才性异”强调的重点是才

和性的不同，并不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。“才性合”的观点没有保

存下来，我们推测，《人物志》中强调人的性情、才能主要由于天

赋，这种主张属于才性合。“才性离”，史籍中也没有留下具体论

述。以我的理解，曹操求贤令中提出“有行之士，未必能进取，进

取之士，未必能有行”，当是比较典型的“才性离”。

曹魏统治者在决策谋略、任用官吏时，自觉地运用着对人才

性行才能的评价。曹操在东荡西杀之际，敏锐地判断当时的形

势，他常常不是根据军事力量的强弱，而是对对手的才性进行分

析，并判断由此带来的未来局势的变化。曹丕则更注意从理论上

品评人物。建安二十三年（２１８），曹丕以太子身份写的《与吴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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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，对建安七子的才性、文章进行比较系统的评价。他后来写的

《典论·论文》，也涉及到作家的个性和作品的风格问题，他认为

“文以气为主”，而“气之清浊有体”。“清”是指才性之清，“浊”是

指才性之浊。“气”决定“辞”，于是他又提出了“理”与“辞”的关系

问题，“孔融体气高妙，有过人者，然不能持论，理不胜辞”。《人物

志·理材篇》对这个问题的分析，显然受曹丕的影响：“夫辩有理

胜，有辞胜。理胜者，正白黑以广论，释微妙而通之。辞胜者，破

正理以求异，求异则正失矣。”而“辞胜”的原因，是“浊气”旺盛所

致。

随着社会上评品人物之风的兴盛和才性问题讨论的深入，人

们更注意对人物才性的分类讨论和研究。《三国志·刘邵传》所

载夏侯惠推荐刘邵的书中，将人才分为八类：性实之士、清静之

士、文学之士、法理之士、意思之士、文章之士、制度之士、策谋之

士。虽然分类的标准有些紊乱，但同《人物志》将人才分为“八

材”、“十二类”极为相似。《三国志·王昶传》引录王昶的《戒子

书》中，以伯夷、郭伯益、徐伟长、刘公幹、任昭先为代表，分析了这

五类人的才性特点。其“用财”、“施舍”、“出入”、“论议”、“进仕”、

“取人”、“处世”、“贫贱”、“进退”、“行事”之时所追求达到的不同

目标，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人物在不同情境、行为之下进行观

察的方法。这篇《戒子书》，也可以说是一篇小“人物志”。

这个时期，还比较集中地出现了一批评论人物的专文，它们

以评论历史人物为主。对古代人物的评论，或重德行，或重功业，

不一而足，但这种评论加深了人们对人物性情才能的认识，则是

无疑的。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。陈寿是由蜀入

晋的人，他写《三国志》，可以说是写当代史。这部书在人物评价

方面受当时品藻人物风气的影响很大，如果把每篇人物传记后的

评语集合起来，几乎就是一部“三国人物志”（“人物”是人才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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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思）。

汉魏时期的人才鉴识的方法大体由外形以推论内心，自表征

以推断本质，尤其看重人物的容貌和谈论。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在

《魏晋南北朝通史》中认为，“言”与“貌”是当时士大夫博取声誉之

两种手段，这是很有见地的。我们仅从《后汉书》中摘引一些材

料，就足以说明当时知识分子之重言与貌。《马融传》载马融“为

人美辞貌，有俊才”。《郭太传》云郭太“善谈论，美音制”，“身长八

尺，容貌魁伟”。《符融传》云李膺“每见融，辄绝他宾客，听其言

论。融幅巾奋裒，谈辞如云。膺每捧手叹息”。《卢植传》记卢植

“身长八尺二寸，音声如钟”。《荀淑传》载荀悦“性沉静，美姿容”。

《赵壹传》记壹“体貌魁梧，身长九尺，美须豪眉，望之甚伟”。《郦

炎传》记炎“言论给捷，多服其能理”。由此可见，《三国志·何晏

传》注引《魏略》云“晏自喜，动静粉帛不去手，行步顾影”，当源于

汉末知识界之重容与言的文化习惯。《人物志》认为人的性情总

是表现在容貌和言谈上，《九征》、《接识》、《八观》等篇都涉及此问

题，《材理》通篇阐述有关言谈“论难”的一些理论问题，《释争》阐

述处理人际关系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“不伐”、“不争”，其核心

还是言论问题。

四

《人物志》是刘邵晚年所著，大约成书于齐王曹芳正始年间

（２４０—２４５）。此前，刘邵曾受诏作《都官考课》七十二条，这是为

曹氏政权制定考核官吏的办法，同时刘氏还作了理论性的说明文

字《说略》。明帝青龙年间（２３３—２３６），散骑侍郎夏侯惠上书推荐

刘邵，书中说：“刘邵深忠笃思，体周于数，凡所错综，源流弘远，是

以群才大小，咸取所同而斟酌焉。”这说明，刘邵曾为曹魏政权作

过考察官吏的实际工作，并对各类人才进行过专门深入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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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物志》一书应当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。

《隋唐志》、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晁公武《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书

录题解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均把《人物志》列入名家。宋阮逸序

谓其由魏至宋，历数百载，很少有人了解。但阮氏说他得书于

史部，却是一个大错误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所言究悉物情，

而精核近理，视尹文之说兼陈黄老申韩、公孙龙之说惟析坚白

同异者，迥乎不同。盖其学虽近乎名家，其理则弗乖于儒者

也。”此后便一直归入杂家。我们认为，汉魏名家不同于先秦名

家名学。先秦的名实论，主要讨论名实之真假。汉魏间的名

家，则以识鉴人才之名实关系为主。唐长孺先生在《九品中正

制度试释》一文中说：“三国时期的政论家大抵属于名家，而这

种政论是综合儒、法以研究名实关系的一种政治主张。”他们所

讨论的“实”，主要是人的才性、行为，官吏的政绩；他们所说的

“名”，主要是人的才性称号和官职号。《人物志》是汉魏间名家

著作的代表，它论述人才的识鉴，以名实观念为中心。《隋志》

将其列入“名家”，是根据当时文化学术的实际情况。清人将其

归入“杂家”，是忽略了汉魏间名家的时代特征和内涵，并将其

与先秦名家硬相比附。实际上，秦汉以后，已完全没有春秋战

国时期原本意义上的名家著作了。

五

《人物志》的理论建树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１．通过“九质”探讨“性情”

《人物志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才的鉴识与任用，书名“人

物”一词就是“辨析人材”的意思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裴松

之注引晋司马彪《续汉书》写后汉桥玄说：“玄，字公祖。严明有才

略，长人物。”而《世说新语·鉴识》刘孝标注引同一书而作“严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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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有才略，长知人”。可见“人物”与“知人”是同义词。晋孙绰《孙

绰子》：“或问人物？曰：察虚实，审真伪，断成败，定终始，是谓之

人物矣。”《人物志》中“人物”一词使用了六次，都应当是这个意

思。

《人物志》的第一句话“盖人物之本，出乎情性”，是说鉴识人

才的根本，在于了解其情性。所以，研究情性，就是本书的出发

点。那么什么是性情呢？中国古人关于性情的说法很多，差异较

大。刘邵以为，人“禀阴阳以立性”，“阴”、“阳”指元气所具有的两

种根本属性———动与静，那么“性情”则是人由于禀赋了阴阳的兼

偏而出现的拘抗、宽急、躁静等相与区别的性格特点以及心理、道

德等方面的内容，包括仁、礼、信、勇、智五种永恒的道德（“五德”

或“五常”），还包括正派与佞邪，聪明与愚蠢，勇敢与怯懦，刚强与

软弱，焦躁与安静，伤感与愉悦，衰颓与庄重，意态与气度，缓慢与

急迫等。刘邵所谓“性情”，包括了现代心理学上德性和性格两个

方面。

怎样探究性情呢？《人物志》很多篇章都涉及到这个问题。

刘邵认为，人的性情是可以通过五行学说探索的。这是因为人含

“元一”即元气并通过五行而生成人的形体（《九征》：“其在体也，

木骨，金筋，火气，土肌，水血，五物之象也”）。五行之气是人的五

种生理体质的本质，所以也叫“五质”；五行之气本身含有仁、义、

礼、信、智五种永恒的道德属性，所以称为“五常”。它们的对应

关系 是：木———骨———仁，金———筋———义，火———气———礼，

土———肌———信，水———血———智。由于人们对五行之气的禀受

情况有差异，因而五种生理体质的完善程度也不同，仁、义、礼、

信、智五种道德品质的水平也就不同。五行之气是无形的，而它

们所产生的五种生理体质却是有形的。这些生理体质的发育情

况是可以了解的，那么，依靠它们所形成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特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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